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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劳动力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武可栋 阎世平 朱梦春
1
 

【摘 要】：当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希望利用数字技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然而，数字技术要

充分释放其活力，推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与使用数字技术的劳动力资源良性互动。鉴于此，从理论上构

建了数字技术与劳动力通过互补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采用 2006—2020年我国 30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

台及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进行计量模型的检验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互补

效应，这种互补效应有利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技术与中、低技能劳动力尚未表现出促进生产率提升的

互补效应；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还存在异质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

提高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结合区域发展需要出台劳动力配置政策、合理配置数字技术相关资源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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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作为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得到了政府的重视。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

强调要“建设数字中国”，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

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随着我国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产率提

升中的作用越发重要。同时，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素，得到我国各省区市的广泛关注，各地区对于劳动力资

源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争夺日趋激烈。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数字技术与劳动力资源的互动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数

字技术与哪类劳动力的互补作用最强？我国各地区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是否相同？当前我国各地区激烈、同

质化的人才争夺是否有针对性的破解之策？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研究。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讨论，提出的学术观点尚未形

成一致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抑制效应 

1987 年 Solow 提出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随后，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讨论持续至今。

唐未兵等（2014)[1]认为一个地区的发展基础必须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相匹配，否则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空心化的问题，从而

数字技术难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Brynjolfsson等（2017)[2]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非

常复杂，对智能技术过度依赖反而会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学者们主要从滞后效应、测算误差以及要素错配三个视角对生产

率悖论进行解释：Aghion等（2014)
[3]
认为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具有时滞性，短期内数字技术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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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作用无法表现出来。Brynjolfsson 等（1998)[4]学者的研究认为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难以将信息技术资本产生的收

益考虑进去，因而产生了测算误差，这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5]提出数字化发展过快将导

致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同时使得劳动力错配，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二）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李廉水等（2020)[6]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引致了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李丫丫等

（2017)[7]的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有效促进了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此外，Makridakis(2017)[8]发现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弥

补人类劳动的生理缺陷，而且能够辅助人类执行复杂任务，从而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Kromann等（2019)[9]认为数字技术主要通

过人机协同和深度学习两种方式辅助人类工作，提升生产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最终使得劳动生产效率得以提高。 

（三）数字技术会对劳动和资本产生替代效应，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提升，将降低劳动和资本市场的份额 

Acemoglu 和 Pascual(2018)[10]认为数字技术具有劳动力替代效应，资本和劳动的数字化、智能化将导致劳动份额下降，因而

数字技术在实现智能化生产的同时将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同时，Acemoglu 和 Restrepo(2019)
[11]
提出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提升

生产效率的工具，对劳动和资本的影响具有结构性的特点，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会造成劳动和资本市场份额的显著下降。而郭凯明

（2019)[12]认为数字技术与其他要素的融合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数字技术正向作用的发挥必须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

素形成相互支撑的系统，通过持续的迭代、优化和重组产生“双重效应”红利。 

目前，关于数字技术的探索性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理论机制构建和研究思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仍存在不足：数字技术

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在联系尚未厘清，数字技术与劳动力要素之间的互动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

有待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基于互补理论，研究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试图丰富数字技术影响全要素生

产率的研究成果。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基于互补理论，构建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互动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互补机制，并进行规范

的实证分析；第二，结合研究结论，从发展数字技术、优化劳动力结构的角度提出我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为政

府部门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对破解我国各地区无序、同质化的人才竞争具有重要的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互补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 

Milgrom 和 Robercs(1990)[13]应用互补机制理论研究提升 ICT 生产率的途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个

互补机制，两者能相互补充、共同变化，最终使得生产率提高。数字技术作为当今社会技术进步的最新表现形式，也会与其他投

入要素相互赋能，表现出互补效应。Milgrom 和 Roberts(1995)[14]指出互补效应发生时，社会在提高某一要素水平的同时会增加

另外一种互补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所以，社会不能独立地提升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而应当注重加大投入与数字技术发展相匹配

的互补要素。在各个互补要素中，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与数字技术相互补充、赋能的关键要素。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互补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高技能劳动力与数字技术匹配后会提升高技能劳动力自身的生产效率。数

字技术作为一种技能偏向型技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要求劳动力具备较强的使用数字设备的工作能力，而高技能劳动力

所拥有的灵活应变能力和分析复杂问题的素质是对数字技术的补充，能够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此外，数字技

术可以对程序化任务进行一定的替代，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处理更多的非程序化任务。此外，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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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还可以赋能高技能劳动力自身，提高其工作效率，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由于数字技术赋能引致的生产流程、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转型，提升了数字技术的间接生产率效应。Bresnahan

等（2002)[15]指出生产部门的数字化发展会带来生产组织、管理体系、管理流程等的改变，由此赋予劳动者更多的独立决策权，

这对劳动者的数据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这些能力往往只有高技能劳动力才具备。

Kruegerand(2004)[16]研究发现，一般而言，高技能劳动力不仅可以更加灵活、更快地掌握并使用新技术，也更容易适应新的生产

流程与管理模式，进而产生协同创新效应，最终提升社会的生产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在其他投入要素相同的条件下，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有利于生产率的提升。 

（二）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互补的区域异质性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各生产要素的结构也有较大差别，并且地区间要素的流动存在一定阻碍，所以

数字技术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上存在差距，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结构的互补机制会随着地区生产要素的差异表现出新的特

点。其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发展速度快，对高技能劳动力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因此该地区高素质人才集聚效应明显；

反过来，高素质人才的集聚，对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倒逼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因此，可以推断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二，对于我国中部地区，产业

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农业和低端的制造业为主，数字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大，因而产业发展对中

等和低等劳动力的需求较多。由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低，高技能劳动力在中部地区难以发挥自身能力，表现为对数字技术的互

补作用不明显，而中、低技能劳动力更能适应低水平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与中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的互补作用较强。其三，相

对于我国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最低，数字技术难以与高、中、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有效的互补效应，因而对

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2a、2b、2c。 

假说 2：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存在异质性。 

假说 2a：我国东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假说 2b：我国中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数字技术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

互补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显著。 

假说 2c：由于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我国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不明显，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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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结合研究假说，本文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来验证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的互补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其中，TFPit表示省份 i在年份 t 的全要素生产率；INDEXit表示省份 i在年份 t 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具体计算方法见下文

的说明；LABORit表示省份 i在年份 t的劳动力结构，分别用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来度量；Xijt表示省份 i第 j个控制变量

在年份 t的取值；此外，用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17]指出，Malmquist 指数法是一种比较合适的计算国家、省份、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因此，

本文采用此方法来测度我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其中：产出变量是各省份实际的 GDP，投入变量包括各省份的城镇就

业总人口和固定资本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水平（INDEX）。当前，测度数字技术发展的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学习现有成果的做法
[18,19]

并考虑到数据的

可得性，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经济基础建设（采用长途光缆线路长度来代表）、数字经济规模（采用快递业务总量、软件产业收

入情况以及电信业务总量来代表）和数字技术移动应用（采用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来代表）三大方面。首

先，标准化处理上述六个变量；其次，基于熵权法生成各变量的权重；最后，合成计算得到总指标。 

劳动力结构（LABOR）。采用不同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测度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分类标准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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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劳动力技能分类表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分类 

小学及以下学历 低等教育程度(L) 

初中学历 

中等教育程度(M) 

高中学历 

大学专科学历 

高教育程度(H) 大学本科学历 

研究生：含硕士和博士学历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RGDP），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年末总人口之比度量；

（2）外贸程度（TRA），用各省区市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3）产业结构升级（SR），用各省区市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

来衡量；（4）人力资本投资水平（HI），采用各省区市教育经费支出占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表示；（5）固定资产投资（INVEST），

用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度量；（6）城镇化水平（UR），用各省区市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代表；（7）金融发展水平（DF），

用各省区市存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重来度量；（8）人口密度（POP），用各省区市年末总人口与行政区划面积的比值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06—2020 年中国 30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及西藏）的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以及 CSMAR 数据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450 2.393 1.009 1.063 5.909 

INDEX 450 3.803 6.183 0.001 47.907 

PRGDP 450 425.499 31.965 347.712 509.369 

TRA 450 32.316 39.840 3.572 17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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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450 41.461 7.982 28.303 79.653 

HI 450 8.454 1.030 6.040 13.230 

INVEST 450 8.240 1.101 5.277 10.411 

UR 450 49.163 14.992 23.960 89.607 

DF 450 258.462 91.723 127.927 757.463 

POP 450 426.985 606.801 7.505 3842.300 

H 450 11.297 8.189 2.100 55.870 

M 450 59.125 9.553 29.400 76.400 

L 450 29.579 13.201 3.000 68.50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针对上文设定的计量模型，使用 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基准，分别见表 3 和表 4,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固定

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下文对 OLS 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从 OLS 模型的回归可以看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交互项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

互补效应确实存在，并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作用系数为 0.00127，验证了假说 1；数字技术与中高技能劳

动力的交互项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现阶段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与中高技能劳动力整体具有互补作用，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当前国内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同区域之间甚至某个区域内部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数字技术发展

缓慢的部门对劳动力的要求并不高，所以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同时与数字技术产生了互补效应，从而提升了全要素

生产率。 

此外，数字技术与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交互项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中等技能劳动力无法单独与数字技术产生互补效

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说1；数字技术与低技能劳动力的交互项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低等技能劳动力不能与数字

技术产生互补效应，同样支持了假说 1。 

表 3 OLS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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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0.0603*** -0.222*** 0.0804*** 0.0447*** 

(0.0109) (0.03200) (0.0123) (0.00645) 

H 

-O.O145***    

(0.00433)    

H_INDEX 

0.00127***    

(0.000182)    

MH 

 -0.0533***   

 (0.0135)   

MH_INDEX 

 0.00267***   

 (0.000365)   

M 

  0.0162***  

  (0.00514)  

M_INDEX 

  -0.00232***  

  (0.000382)  

L 

   0.0533*** 

   (0.0135) 

L_INDEX 

   -0.00267*** 

   (0.000365) 

_cons 

-8.486*** -3.756* -10.50*** -9.089*** 

(1.016) (1.912) (0.708) (0.7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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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450 450 450 450 

R2 0.821 0.822 0.818 0.822 

 

注：***、*分别表示在 1%、10%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内生性讨论 

本文在上面的计量模型中考虑了必要的控制变量，用控制变量来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为进一步处理模型的内生性，

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将数字技术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第二，采用数字技术的滞后一期，

带入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可以发现，回归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主要变量的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与前文相

同，说明考虑了模型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假设仍然成立。 

表 4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1) (2) (3) (4) 

INDEX 

-0.0219*** -0.0827*** 0.0147** 0.00846*** 

(0.00534) (0.0150) (0.00591) (0.00322) 

H 

-0.0222***    

(0.00245)    

H_INDEX 

0.000330***    

(0.0000872)    

MH 

 -0.0508***   

 (0.00742)   

MH_INDEX 

 0.000912***   

 (0.00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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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0.0249***  

  (0.00302)  

M_INDEX 

  -0.000553***  

  (0.000189)  

L 

   0.0508*** 

   (0.00742) 

L_INDEX 

   -0.000912*** 

   (0.000170) 

_cons 

-16.60*** -13.63*** -19.73*** -18.71*** 

(0.774) (1.246) (0.630) (0.7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450 450 450 450 

R2 0.972 0.970 0.971 0.970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标准误。 

（三）异质性分析 

为深入研究在不同地区中，数字技术与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分别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估计。可以看到，数字技术

与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证实了假说 2。 

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一致，数字技术通过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全国范

围的估计结果系数变大（0.000472>0.000127），这说明相较于全国数字技术，在东部地区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更强，由此

证实了假说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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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的估计结果与东部地区表现出异质性。具体而言，中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交互项系数在 1%显著性水

平下为负，数字技术与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交互项系数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而数字技术与中等技能劳动力以及低技能劳动

力的交互项系数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还不高，目前没有与高技能劳动力形

成显著的互补效应，而中低技能劳动力具备的工作能力可以更好地与当前中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产生互补，最终引致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由此证实了假说 2b。 

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交互项均不显著，说明西部地区数字技术尚未与劳动力产生互补效应，这可能是由

于相比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数字化水平最低，数字技术的发展较为缓慢，因而尚未与劳动力产生互补效应，对社会

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从而证实了假说 2c。 

（四）稳健性测试 

为进一步测试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部分考虑将核心解释变量用软件业务总量和快递业务总量的对数形式来替换，重新进

行估计，可以看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前文回归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本文的研究假说

依然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如何提高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怎样充分发挥数

字技术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显得十分重要。首先，本文从理论上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劳动力通过互补机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

制并提出了研究假说。其次，采用 2006—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及西藏）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模型的检

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存在互补效应，这种互补效应有利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数字技术与中、低技能劳动力尚未表现出促进生产率提升的互补效应。第二，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

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大于全国

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数字技术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

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较显著；西部地区数字技术与高、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效应不明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显

著。 

（二）政策建议 

本文系统研究了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互补而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研究结论既明确了数字技术和劳动力结构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又加深了数字技术和劳动力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对我国数字技术的进

步、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乃至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1.加快提高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科学制定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规划，加强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政策指导和战略预判，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应急物资保障等公共

领域方面补短板项目的数字化建设，加快提高医疗卫生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智能化水平；不断健全数字技术市场准入、管

理和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搭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持续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以数字中国的建设为契机，完善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布局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的网络体系，建设传输高速、覆盖全面、安全可靠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并且兼

顾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均衡发展；把握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培育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业态，加快推进云计算、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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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同时增加数字技术与三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水平，推进数字技术与产业的

融合发展。 

2.结合区域发展需要出台劳动力配置政策 

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劳动力优化指导政策，科学引导劳动力资源在各个地区的分布，充分释放

各个地区劳动力的创新活力，避免各地区之间对于劳动力资源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无序、低效率竞争。具体来讲，我国东部地

区要以引进和培育高技能劳动力为主，不断提升劳动力的数字化技能和数字化适应能力，同时做好人才队伍的梯度建设，为高技

能劳动力配置适当的中、低技能劳动力作为开展工作的有益补充。我国中、西部地区要以培育中等技能劳动力为重点，注重提升

中等技能劳动力的素质，培育工匠精神，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适度引进高技能劳动力，引领产业生产率的提升。 

3.合理配置数字技术相关资源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战略技术，要充分发挥其对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必须为数字技术的发展

提供配套资源。例如：合理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其发展水平相匹配的产业配套、金融支持等。所以，我国在大力发展数字技术的

同时，必须同步提高支撑数字技术发展要素的配置水平，从而为数字技术活力的释放提供必要条件。通过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

夯实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时俱进更新职业教育的内容，树立公民终身学习的意识，持续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特别是优化人力资本

结构，不断提高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鼓励金融业发展，支持金融业务向数字技术发展领域倾斜，为其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结合数字技术发展的实际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数字技术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而实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的同频共振，最

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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